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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自我反思

与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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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蕴含在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中,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为载体,通过高深知

识的生产传播,追求富足的精神生活,从而帮助社会成员的认知获得解放。 因此,真正的

启蒙功能需要通过高深知识和思辨训练来实现,目的在于重新让现代社会的人拥有辨识

虚伪和摆脱盲从的能力。 虽然启蒙在教育中最初体现在学前教育阶段,但是现代文明的

进步已经使社会成员意识到启蒙功能的释放无法单纯依靠某一阶段的教育活动来实现,
启蒙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幼儿,而是超越年龄和学龄的持续性认知建构活动。 值得关注的

问题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依靠自然和科学技术破除了原始迷信和自然蒙昧,但又

对征服世界的技术产生了信仰,失去了理性与想象力。 历史上,启蒙功能借由智识生活和

高深知识的传播逐渐实现,古典高等教育以“爱智”哲学为手段,开辟人的精神空间使其

摆脱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中世纪大学一方面扩大了智识启蒙的范畴,另一方面也面临神

学笼罩下心智沦陷的危机,大学的僵化导致启蒙功能的萎缩,进而出现诸多“反启蒙”现

象。 进入现代社会,知识获取方式的便捷化与技术边界的扩展,促使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

成本更低。 然而,在绩效主义影响下,高等教育在制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获取学历的手

段;人才培养以就业为目标导致受教育者难以感受认知格局提升带来的愉悦;各类教育转

向考试技能训练,结果是专业知识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并加速了“反智主义”的流行。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由于启蒙功能的缺失,社会成员面临精神层面的空虚与焦虑。 为

此,高等教育本身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研究指向上被重新启蒙,教化社会成员获取

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抵御盲从和自负,重回启迪心智与传播理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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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启蒙是教育活动的基本职能,其作用是破除愚昧、塑造人的理性与心智。 在人类历史上,教育活

动通过传播知识与理性品格培育为整个社会塑造认知,对抗愚昧和无知;“求知”和“发问”以真实和

思想启蒙为基本价值,与欺骗和蒙昧对抗,因此具有实事求是和追求真理的象征意义[1] 。 然而,由于

现代教育的制度化与符号化,传统教育活动的启蒙功能给社会带来的印象相当单一,且极易被误解。

传统观点认为,启蒙只是一个教育阶段,通常在学龄前完成。 《易经》指出:“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在教育上,“蒙昧”意味着儿童认知能力尚未获得开发的阶段,通过对“童蒙”

的智力开发便可通达,实现“亨”的境界。
   

随着历史发展,社会成员对启蒙的认知也逐渐产生变化。 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启蒙主要是朝

向心智的精神活动,主要指开发学龄前儿童认知,体现在为整个社会普及科学新知使其接受新事物和

经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启蒙运动。 所以,教育研究中大量的成果分布在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领

域,包括开发智力和获得工作技能的常识性知识,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皮亚杰就是学前教育启蒙的倡

导者,英国的舒伯、日本的上官子木也都提倡对儿童实施有关职业教育技能与知识的启蒙,认为启蒙

是一种人在成年前的阶段性活动。 受启蒙运动产生的文化影响,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启蒙是通过哲学

手段实现人精神世界重构的过程,主要功能是利用“批判工具”打破“常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人

的束缚。 因此,启蒙可以体现在人生经历的任何阶段,由此也就超越了特定的教育阶段。 “人的判断

力、想象力和实践力,都来源于心智。 没有健全的心智,人就会失去自我。 思想史表明,任何形而上

学,都是个人心智的产物,是个人心智的逻辑或诗性的表达。 心智既是精神活动的空间,又是精神活

动的界限。” [2]
   

2000 年前后,哲学、社会学等学者对启蒙的理解产生了功能和价值体系的转向,其对象由人转为

人的精神世界,如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利奥塔的《非人:时间漫谈》、贝克的《自反性现

代化》等都对如何重启人的理性精神展开了讨论,为重新考察教育活动的启蒙功能开辟了新空间。

然而,观念与认知的变革并非易事,让社会成员摆脱迷信和盲从的难度更大,制度化教育系统对人进

行强制的塑造成为当代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打破精神世界被蒙昧的笼罩就需要更新认知,对制度化

教育的改造意味着重新对人的精神世界注入理性。 对大多数人而言,现代教育的强制与霸权造成理

性精神的缺失。 启蒙是认知与观念改造的高级智力活动,其内涵指向心智理性塑造,目标是重塑理性

精神,而教育活动则为手段[3] 。 已有研究所塑造的宏大叙事场景虽然试图打破制度化教育带来的规

训,却无法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所塑造的功利主义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对征服

世界的技能的迷恋又带来新的“迷信”。 在功利主义迷信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活动作为工业生产标准

化模式的延伸,在制造标准化教育产品的同时也产生巨大焦虑。 很显然,不管学术界怎样对教育造成

的“内卷”进行原因分析和过程批判,都无法缓解由现代教育制造的焦虑,在现实中人们对功利主义

和工具理性的迷信遍布人生受教育的各个阶段,也包括高等教育。
   

在彼此对立的价值观和分裂的人格面前,今天的制度化教育很难帮助人去辨识虚伪。 我们虽然

可以看见教育的过程,感觉到贯穿其中的知识和能量,但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看见大学对社会生活所做

出的贡献,也不可能测量某些教师对学生持久的影响。 然而,这些能力的缺乏并不能让我们丧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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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构做什么是好的、做什么是坏的能力[4] 。 进而言之,对制度化教育的关注,导致研究者很少能

发现心智启蒙的手段,已有的教育并不注重对理性、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就有必要重新

寻找能够真正带来启蒙功能的教育。 人的解放不仅需要高深知识的传播来实现意识的独立,还需要

科学研究追求真理。 进而言之,高深知识和高级精神生活对理性塑造才更具价值和效果,“‘理性’

(reason)现在的形态是‘讲理’( reasonableness),而后者既预设了作为名词的‘ reason’或‘理由’的重要

性,又预设了作为动词的‘ reason’即‘说理’的重要性” [5]5。 基于理性的启蒙不是单纯朝向特定年龄

的人群或是仍停留在常识普及阶段,启蒙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其载体价值系统的塑造。 高等教育唯有

重新开启启蒙功能,才能起到塑造社会心智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生成

(一)启蒙如何通过教育实现
   

启蒙是一种高级智力与精神活动,从人类文明早期开始出现,其对象并非只是懵懂的幼童,还包

括任何年龄段社会成员的理性教育。 “如若我们用什么对那可变的和不可变的东西获得真理,而不

犯错误,那就只能是科学、明智、智慧和理智。” [6]124 普遍理性需要超越普通教育的智力活动和知识训

练,也即是说,要让社会成员发生心智和认知上的彻底变化,就需要启蒙活动伴随人的成长,成为持续

性的活动。 如果要帮助一群人具备能让他们成为自由公众中的真正一员所需的这些文化、政治和技

术识别力,那么教育就同时是一种技能培训和价值观教育[7] 。 在现实中,不同年龄、个体与群体、社

会文化带来的差异,决定了启蒙的难度与深度。 “人”虽然是一个教育中的普遍概念,但对不同的

“人”的启蒙绝非同一回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观念中的启蒙与教育彼此分立,教育中的启蒙

功能被认为是普及常识。 事实上,启蒙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现象,对普通大众心智的影响必须

通过教育的普及来实现。 这并非对启蒙的泛化理解,而是启蒙哲学跨越文明的实践。 为此,涂尔干指

出,常识不具有任何哲学的严格性。 常识并不是由逻辑准则形成的,而是由通过各种芜杂的影响

(如气候、教育、遗传、习惯等)而形成的各种意见组成的。 至少说,常识不是反思性的,它最终也只能

是各种成见的集合[8] 。 真正使人“成为人”并“获得理性和自由”的载体是高级智力活动。 这也决定

了启蒙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受年龄或组织约束的过程,而是能够产生深远影响、超越制度与文化的价值

系统。
   

康德对教育启蒙功能的概括最为经典:“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

态。” [9]事实上,康德所处时代的科学,已经开始改变世界。 从表面看,现代人印象中的启蒙更多是在

“启蒙运动”营造的叙事话语中形成的,科学革命与教育普及实际上发挥将“启蒙观念”推广的作用。

人的启蒙也主要借由科学革命与教育普及,将神学世界观彻底变为科学世界观———科学通过它所提

供的世界图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10]2。 然而,今天世人所推崇的启蒙精神并不单纯因为启蒙运

动获得的巨大影响,而是教育的普及化让科学、独立、自由、理性等观念深入人心,西方启蒙精神的主

要因素并不是在启蒙时代才突兀而起的,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作为启蒙和理性的观念与原则始终处于

演变和生长中,曾经以其朴素或不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以前的西方思想中[11] 。 启蒙运动中的科学精神

和人文主义借由大学科学知识的传授获得了合法性。 以笛卡尔“二元论”和牛顿力学为起点的科学

思维改变了“占星术”“感应思维”等“野性认知”,并迅速扩散开来。 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大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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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朝向启蒙的社会运动。 在伊比利亚半岛、哈布斯堡地区和德国的地方君主,也都制定了大学改

革的计划。 精确科学、应用科学和医学教职的设立使大学教学得以迅速向现代化过渡。 很显然,欧洲

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启蒙功能是在“伴随着宗教宽容与启蒙精神的进展,真正反映了现代化的目

标” [12]的背景下诞生的。

(二)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哲学溯源
   

由于教育活动中的启蒙功能是跨域年龄和时代的,因此塑造心智与培育理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既然启蒙的对象不单纯指向学龄前儿童,那么其形态就会出现在不同的教育阶段。 人类社会早期的

启蒙历程不仅源于知识系统的创新,还借助了高级智力活动所创造的想象力。 在各轴心文明形成和

演变历史中,改变一个社会的蒙昧状态和固有观念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重新设计价值系统与建构

共同想象。 各大文明在与愚昧、无知与迷信的反复斗争中,逐渐衍生出各自认识世界的方法。 轴心时

代以后,各个文明的社会心智逐渐觉醒,经验、知识和理智帮助人思考世界的本源,理性思维逐渐取代

感性思维,开辟了最早的“祛魅”道路。 正如史蒂芬·平克所言:“一个没有历史学识的社会,就如同

一个没有记忆的人:迷惘、困惑、容易被利用。 哲学的诞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思路

并不那么容易实现,而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得到不断的精炼和深化时,就会从中受益。” [13]440 在制度化

的学校教育出现之前,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除了来自直接经验外,主要是借助哲学对知识的提炼、抽

象及归纳来界定人与世界的关系。 通过哲学实现的启蒙即意味着理性态度的传播,而不再依靠迷信

巫咒。 中国古代“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就是启蒙后的理性认知。 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

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因为理智在我们中是最高贵的,理智所关涉的事物具有最大的可知性),而且

它持续得最久。 我们的思辨比任何行为都更能持续不断[6]224。 作为一种高级智力活动,古代文明的

启蒙对思辨的实践成为城邦时代塑造公民认知和集体智慧的工具。 尽管早期的智力活动面向精英,

但是对哲学知识的研讨传播构成关注“人”的启蒙问题。
   

高等教育的启蒙功能主要通过高深知识和精神活动塑造理性与理智,使人获得辨别虚伪、理性认

知和判断的能力,其本质属于人才培养的范畴。 不同于一般教育的科学知识普及,高等教育启蒙不是

为了培养多知多智者,而是为了使人摆脱“无知造成的自负”。 因此,对追求理性的人而言,教育就是

为了“知己无知” [14] ,这就超出普通教育所能承载的范围。 对高深知识的研讨不仅可以培育精英,还

可以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认识论与世界观造成影响,这是重新界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摆脱束缚、获

得理性的重要途径。 除了人类,动物凭现象与记忆而生活,很少有相关联的经验,而人类还凭技术与

理性而生活。 现在,人从记忆积累经验,同一事物的屡次记忆最后产生这一经验的潜能。 经验很像知

识与技术,但实际是人类由经验得到知识与技术[15] 。 虽然在古典时期并无关于高等教育的确切定

义,但启蒙功能已经具备了形式上的特征:超越知识灌输,通过对话与反思获得理性的觉醒。 从公元

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几大文明几乎都在进行以哲学为体系的高深学问的生产与传播,以教化为

手段,塑造人的理智、德性与自由,并致力于驯化原始心智的自负。 苏格拉底断言,一切恶行都是理智

不健全所导致的结果。 这其实是完全以启蒙主义之态度宣告:知识是道德方面的理想。 对苏格拉底

而言,其他一切品德都要与“知识”这个基本品德相符合;如若具备了知识之品德,其他一些品德都是

可以达成的,也是可以传授的[16] 。 在东方,伦理学知识成为确立社会秩序和解除野蛮状态的手段。

人们从家、国、忠、孝等道德观念的建构出发,创立了独特的精神活动空间。 这种精神活动空间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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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物质生产相结合,以实用主义和宗法框架帮助个体理解自身与所处世界的关系,“对待人生、生

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

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 [17] 。 从文明的发端看,高级智力活动

和精神生活能够改变社会群体的观念和认知,将主要文明带入“理知时代”。

(三)古典高等教育如何塑造启蒙功能
   

启蒙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启蒙运动”的衍生品,而是存在制度与组织上的渊源。 中世纪大学的出

现使现代高等教育有了实际源头,启蒙的对象由精英逐渐延展到大众。 不仅如此,启蒙成为大学受教

育者所能感知的功能,包括学习和探究中的参与方式、内部管理的合作形式、院校自治、院校对所有人

开放,以及坚信学习的价值在于自身经受批判性论说锤炼的信念[18] 。 古典大学借助著名学者在知识

上的号召力,让荒废土壤获得新生,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投射效应,巴黎成为“教会的第

一所学校”,也是全欧的神学仲裁者。 神学上的强权裁断由大学所独揽,这种雄劲强风映射出 12 世

纪的“照明”( illumillation)景观,也经由这种神学上的大权独揽,才使得巴黎为献给法国甚至是整个北

欧提供了不可忘却的服务,也因此促成了文明的启蒙及人性的光辉[19] 。 经过公元 11 世纪的翻译运

动和基督教会的塑造,古希腊智识生活传统获得复苏。 医学在萨莱诺点燃了整个欧洲获得新知的火

焰,辩证法在形而上学和神学领域开辟新的精神空间,学习不再仅仅是为了精确阅读《圣经》。 借助

辩证法,现在人们可以从大量文献中引出一些哲学和科学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人们思考自身和世

界[20] 。 借助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浪潮,大学的扩散扫除了黑暗中世纪带来的无知、迷信和衰退。 高深

知识受众面的扩大,重新建立了宗教与世俗的双重世界观,包括各类秩序制定及运行开始依靠专门学

问来实现。 信仰问题不再停留在教义训导层面,神学的出现将信仰问题与迷信剥离开来,并为宗教世

界赋予理性特征。 神学作为中世纪人们社会行为的最高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的符号体系,封建

社会的成员就据此来认识自己。 只有根据这个符号体系,封建社会的成员才能理解他们自己,才能认

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是个既有动因也能被理解的世界[21] 。 当信仰危机被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

的学说抚平后,个体的心智才能获得独立。
   

中世纪大学的启蒙功能并不是笼统的,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传统以“七艺”课程的形式延续,

为不同地域的社会划分出明确的适用范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方重视辩证法及其在神学领域的应

用,而意大利则完全不同,强调的是更为实用的文法和修辞的教学。 在意大利,学习文法有助于法律

文件的撰写,比学习圣经和教父作品更为重要,而逻辑和修辞是法律辩论中必不可少的技艺,是法律

科学的基础[22] 。 作为专业教育的起点,“自由七艺”的启蒙意义在于追寻普遍真理,对这些知识的传

授和学习能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 “圣维克多的休格指出‘七艺’被称为是自由的,是因为它们需要

心灵的参与,而心灵本身是向往自由的。” [23]从 5 世纪开始,在多次的文艺复兴中,中世纪的社会成员

在大学中接受了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心智训练。 在知识精英的带领下,群体性的智识生活在欧洲各个

城市中兴起,也扫除了早期欧洲衰退的阴霾。
   

以古希腊的“爱智”哲学为基础,中世纪大学延续了理解世界的“认识论”基础,而且还以专门知

识体系确定了启蒙的“本体论”框架。 个体的精神世界以知识分为宗教与世俗两个领域,人能够在精

神与物质活动中同时发现自身的主体地位。 在古希腊哲学、“自由七艺”与专业学问传播的基础上,

经历了长期衰退、被黑暗笼罩了几百年的人的主体意识重新觉醒,亚里士多德在 13 世纪的大举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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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了现状:一个完整的科学—哲学学科体系第一次进入基督教世界;被希腊、犹太和阿拉伯的

新柏拉图主义大为丰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希腊精神的杰作突然与神学相遇;异教智慧与基督教

智慧相面对;代表世俗知识的不再是最谦卑无害的自由技艺,而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强有力的科学综

合[24] 。 大学中引入亚里士多德“科学”方法和经院哲学后,辩证法和逻辑学就取代了单一的奥古斯丁

与神父知识。 在古典大学中,人文价值和人文理念被开辟出来,成为理性自由人获得力量的源泉。 作

为启蒙的重要工具,经院哲学为教育知识生产注入新理性。 作为一种方法,经院哲学用来对总体原则

或宗教及经典权威的陈述进行选择和分类,对这些权威进行比较,系统地对这些陈述进行评论,研究

双方的论点并得出结论,利用能够支持所得出的结论的证据来详细地驳斥对方的论点。 在这些过程

中,争论、驳斥和辨证分析起到重要的作用[25] 。 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复苏凭借的不是神启或臆想,

而是专业知识系统。 神学逻辑的理论体系、自然哲学、伦理哲学与形而上学并存于大学,对宗教、自

然、社会与人之间问题与现象的解释方式更加多元。 个体的社会活动能够在罗马法研讨、神学以及各

类知识体系中找到依据,核心在于人通过知识跨越习俗和神谕而获得自由。 自由,意味着一种有保障

的地位———是“人在上帝和众人前的合法地位”,是属于社会的[26] 。 高等教育的启蒙价值在大学的诞

生与传播过程中重新被发掘,人得以重新获得理性和自由,这开启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之门。
   

总之,高等教育的使命即为启蒙,通过更高级的智识生活,各大文明驯服了早期的蒙昧与无知。

在神性至上的年代,高深知识和理性思辨的广泛传播,促使早期人类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得以建

立。 教化,或者换句话说,教育,是对心灵原始激情的驯化———不是压抑或去除这种激情,那会剥夺心

灵的活力,但又把它们塑造和表现为艺术。 让心灵中的激情因素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因素结合起

来,这个目标也许不可能达到。 但是,没有这种和谐,人永远不会是完整的[27] 。 理性通过高深知识引

发的智力革命实现代际传播,并且在高等教育活动驱动下使人不断地发现自我。 人们凭借系统化的

知识生产与专门学科确立了理解世界的框架,并形成启蒙的“本体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高等

教育实现的启蒙效果超越了其他类型的教育,影响范围更广。

三、心智危机下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衰落

(一)心智进化与认知本能的羁绊
   

启蒙意味着人在智力与精神意识上苏醒,其对象包括人的智识和心智两个领域。 对智识启蒙可

以凭借逐步普及的制度化教育实现,而心智启蒙的效果受制于天性,对诸多本能情欲的驯化要通过更

高级的精神活动来实现。 在文明演变进程中,智识与心智的发展既互相促进又彼此制约。 如果说智

识启蒙关乎人的逻辑思维、阅读的技能和目的、获取智识和检查智识的能力,与他人的交流和说理互

动等,那么心智启蒙则关乎人的欲望、激情、本能冲动、情感和情绪,也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欲” [28]31。

当心智和智识的启蒙处于共时性时,人就有了反思和判断的能力。 事实上,改变并提升社会成员的智

力水平很容易,但要使人的心智结构发生质的转变、克服原始欲望带来的冲动却极为困难。 因为智力

水平的变化可以在任何教育阶段进行,心智结构的质变意味着重塑理性。 只有心智上获得启蒙的人,

才能感受理性最初是一种解放力量[10]57,这必须是经由高级智识生活和教育活动才能实现的目标。
   

现实中,人类的大部分社会行为其实并不受理性支配,而是为本能和情绪所决定。 “正确的知识

并不能阻止人的错误选择,因为行为的最终理由不是真理,而是利益或欲望。” [29] 人类精神活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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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验与知识储量的增长逐渐丰富,但是原始精神、欲望和情绪带来的巨大惯性依然让社会成员

相信神话随时可见。 卡西尔认为:“人的精神总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活动着。 甚至原始精神也是一

种健全与合理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原始精神又是不成熟的,缺乏经验的精神。 如果这种精神经常面

临着巨大的诱惑(即语词的谬误与模糊),那么,对于它的屈从是不足为怪的。 这就是神话思想的真

正源泉。” [30]当知识生产停滞不前、思想创新无法得到保障时,智识生活就会逐渐陷入僵化,感性思维

和原始意向就会重新流行。 现代科学技术开辟人类活动的边界时,大众心智很容易对工具与技术产

生崇拜,对物质世界确定性的追逐也渐渐蔓延到精神世界。 形成理性自主和自觉固然是社会启蒙后

的结果,然而时间的理性化和机械理性主义却让人重新陷入蒙昧与迷信。 机械钟的出现引发人类历

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启蒙运动,时间的理性化最终导致机器的理性主义。 机器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成

为理性的化身。 理性被认为是一种人类最为高尚、完美的品德和智慧,而机器就是人类的理性偶像,

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像一台机器一样严谨和冷静[31] 。 在智识与心智启蒙过程中,不同文明中的社会都

遭遇过或正在遭遇危机,这让现代人对包括高等教育塑造理性的功能产生了质疑。

(二)大学的僵化与启蒙功能的退化
   

正是由于人的本能的局限,进行高等教育活动的大学在演进过程中也面临启蒙功能的衰落。 随

着 13 世纪大学在教育理念上陷入僵化与保守,启蒙功能遭遇不同势力的强烈冲击,宗教神权支配下

的认识论很快显示出解释力的贫乏。 尽管大学利用高深知识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智识启蒙,然

而,教会掌控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出现对神学之外知识的偏见,并将这种偏见上升为制度排斥。 格兰

特发现:“1210 年,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拉丁文本出现后不久,桑斯(Sens)地方宗教会议规定,

在巴黎禁止以任何形式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以及所有相关评注,否则将被开除教籍。

1215 年,巴黎当地又重申了这一禁令,特别是针对巴黎大学。” [32]87 宗教不仅没有通过大学实现世俗

化,反而强化了对教学内容的控制。 “自由七艺”当中的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变成对经文审读和理解

的工具,久而久之,神学对知识的排他性就逐渐显现。 13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轮斗争在巴黎展开。

受圣波纳文图拉启发,保守神学家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加以限制,因为它是新的异教学术和阿拉

伯学说的核心。 保守神学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并未禁止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是试图对他们认

为危险和有冒犯性的思想进行谴责[32]88。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一系列科

学革命的兴起对保守的大学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中世纪大学“没有实质性的科学教育和研究” [33] ,但

这都是以功能齐全的现代大学标准去评价古典大学。 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衰落并不是因为近代科学

的崛起,而是背弃理性自觉所致———所实施的教育成为教义灌输,人的主体性被遮蔽。
   

进入 14 世纪,当柏拉图主义对宗教神学完全臣服后,古希腊哲学的“爱智”认识论被神性启示观

代替。 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退化引发社会认知的封闭,13 世纪的神学家大都确信,启示高于一切形

式的知识,因而赞同世俗学问是神学的婢女这一传统学说。 在《艺学的神学复归》一书中,13 世纪的

重要神学家圣波纳文图拉试图证明,在巴黎大学艺学院讲授的世俗学科从属于神学院讲授的神学学

科,神学是科学的女王,因为一切学术和知识最终都依赖于《圣经》的神启,而对《圣经》进行研究是神

学家独有的领地[32]89。 相反,大学之外兴起的自然科学重新开辟了心智空间,人第一次同时发现探究

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路径,也就是重新获得了人的独立性与自觉意识。 文艺复兴重新从自然科学与人

文主义中唤醒理性,通过新的知识系统,人实现了“将自己作为方法”去探究世界。 历经两个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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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神启世界观被颠覆,个体价值重获新生。 在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在文化

方面的权威逐渐势微,取而代之的不仅有新的自然哲学形式,还有关于怎样最好地寻找并明确建立知

识的新构想。 权威越来越明确地被看作误导或者说是不可靠的,由此出现的一个深远变化是,越来越

多地强调个人对真理的寻找应出自个人的经验和努力[34] 。 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重新建立起认

识论起点时,中世纪大学所秉持的神性认识论随之瓦解。 在伽利略、哥白尼、笛卡尔、斯宾诺莎所建构

的“数学—理性主义” [35]的知识秩序的挑战下,陈旧知识系统的机械与贫乏更加凸显,高等教育在知

识上的衰落也就带来智识生活启蒙价值的退化。
    

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彻底释放了自由意志,科学革命扩大了人类理性活动的边界,并且重启了人

类的天性。 “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 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 [13]9 自然科学在大学外部的崛起引发了

新知识对大学的冲击,造成“启蒙危机”。 16—17 世纪天主教地区大学的“僵化智识”在教学上的缺

陷暴露得一览无余。 启蒙运动时期大学的低效率让诸多君主开始另建学术研究机构,如法兰西的弗

朗索瓦一世在 1530 年创建了皇家学者学院,17 世纪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建立皇家学会。 新科学机构

的出现让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的普及超越了高等教育受教育人群的增长规模。 生源数量的下降、学

生群体的贵族化倾向进一步导致高等教育启蒙功能的迅速萎缩。

(三)“过度启蒙”导致的心智危机
   

中世纪末期古典大学衰落的另一面是现代化进程中“过度启蒙”引发的心智危机。 近代科学与

技术相结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人相信科学理性能够驾驭自然欲望。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那种

科学理性抨击宗教对人的束缚,开始是为了将人从外在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但是,科学理性对宗

教‘神’的批判扩大到一切形而上的理念,包括良心和自由,因此摧毁了批判本身的价值标准。 科学

方法一旦脱离了人的解放目标,科学的目标也就从认识自然转变为征服自然,科学理性也蜕变为夺取

和加强权力的工具理性。” [28]161 很快,征服自然的科技重新塑造了社会认知。 在完全暴露的世界面

前,一切先验的精神意识都被科学辩证法排斥,高等教育对人性和人格的教化更显得“不合时宜”。

当技术理性大行其道时,接受高等教育旨在将高深知识改造为谋生工具,而心智教养被弃置。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文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物质世界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而人类欲望被进一步

放大,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启蒙需求超越了价值理性。 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反思的:

“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 但是,彻底启

蒙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36]1 由于自然科学革命丰富了人类观察与改造

物质世界的手段,“知识就是力量”引发主体意识的膨胀,“人定胜天”的欲望将征服物质世界作为进

化目标,并试图建立新的自然法则。 赵汀阳指出:“人与自然的决裂是因为人试图以人为准,这是主

体性的灾难。 主体性试图以人为万物之尺度而为自然立法,甚至征服自然为自然做主,而这种僭越必

定导致对存在的迷茫。” [37]由于人的力量被先进技术与便捷工具放大,原本由高等教育所承担的启蒙

功能逐渐被工具取代。 今天判断学生是否拥有知识的依据来自其能否熟练地使用各类搜索引擎,衡

量高等教育价值的方式是看毕业生能否获得称心满意的工作———学校教育阶段的科学世界的教育最

突出的特点就是用“知道”取代了“教养” [38] 。 工具与功利主义代表新的启蒙理性,成为现代人全新

的信仰,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下,所有声称建立在现代基础上的客观信仰形式都被作为神话而遭到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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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36]92。 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理性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排他性,也在不断制造新的无知。
   

回顾历史,智识生活与高深知识将理性边界进一步延展,也让人类社会的进化更加显著。 高等教

育启蒙功能会有如上几个方面的衰落,与人类精神活动的进化不无关系:原始本能会带来认知羁绊,

人的精神活动受到这种本能约束时,又需要通过新的科学知识寻求突破。 一旦科学知识将世界完全

祛魅,又会进一步释放本能欲望,从而导致“过度启蒙”。 三者之间形成的闭环导致高等教育在启蒙

功能上的价值逐渐衰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也降低为满足物欲的手段。 大学的出现促使高等教育

的启蒙变为制度化行为,也让人类摆脱蒙昧与无知的进程加快。 然而,基督教会对大学的支配很快又

使其各项功能陷入僵化。 当神性意志与启示成为主导真理探究的唯一权威时,启蒙价值就会匮乏,愚

蠢和无知也会流行起来,中世纪后期发售和购买“赎罪券”就成了公开而正当的行为。 事实上,高等

教育在启蒙价值上的贫弱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现代科学的崛起虽然使人在技术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能力,但也带来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产生新的迷茫与依赖。 “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如果我们有什

么事情不清楚,科学迟早会把它弄清楚。 我们期待大脑神经的研究来解决意识的缘起问题、语言和思

想的关系问题、期待基因研究来解决遗传与教育的问题,来解决自私和无私的问题,期待对生物择偶

的研究来解决美感问题,解决幸福和不幸的问题。 这些都是虚幻的期待。” [10]357 在机器与技术制造的

无知迷雾中,人只愿意培育机器制造与数据统计构成的理性,而对高等教育的真正价值丧失信心。
 

四、现代高等教育为何需要重建启蒙功能

(一)应对“工具主义”知识观的冲击
   

之所以现代高等教育需要重建启蒙功能,一个突出的原因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扭曲,在

广泛的传媒技术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下,人才培养被“工业化”和“技术理性”同构,使得受教育者

很难再真正关注心智培育和理性塑造。 由于知识海量的增长,知识的工具性职能不断被放大,个体进

入大学的目的是获得学位与教育经历上的认可,职业功能与消费文化成为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

“大学不再是一段专注于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时光,年轻的美国人潮水般涌入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大学

争夺他们的学费,这就造就了一种顾客至上的氛围,学生从中最大的收获竟然是:顾客永远是对

的。” [39]79 今天的教育启蒙,实际上只能实现普及常识。 直观地看,高等教育也面临无法识别真实世

界的困境。 大学很难做到真正使用高深知识启迪心智并实现人类的繁荣,反而成为体现管理绩效与

统计数据的机构“晴雨表”。 当追求绩效成为大学办学的目标时,心智启蒙的功能就不会在人才培养

环节中占据位置。
   

心智理性启蒙的延续已经存在数百年,每个人都希望利用更高级的精神生活辨别虚伪与摆脱无

知,社会成员需要通过真正的高深知识明白自身的无知与狂妄,对科学精神重新产生敬畏。 在现代性

的浪潮冲击下,社会公众期待用理性和公共说理建构认知。 遗憾的是,虽然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但人

们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是看其能否转换为物质或军事资源。 就像吴国盛所说的:“如果做一个民众认

知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所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

军事能力。 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40]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启蒙理性为代价的,这也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泛

滥。 正如弗莱克斯纳批判的:“这种盲目崇拜数字的做法造成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对人文学科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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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而言,其微妙而复杂的概念与见解在刺眼的‘定量’眼光的审视之下很容易便化为无形。” [41]

反过来,一旦大学开始强调人文传统与价值理性的培育,立刻会遭致“落后于时代”的批判。 追求“生

存智慧”并适应“丛林法则”让受教育者难以感到启蒙的愉悦,而只有在获得学位后才感到消费的价

值。 “进入 21 世纪,三位一体的核心教育使命———培养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

正在失去立足之地。 一种新的功利主义正在崛起,它优先考虑有用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而非基

础性的探索;将市场价值置于教育价值之上;强调理性思维,不推崇艺术、古典语言、历史和哲学等其

他思辨模式。” [42] 正因为现代社会的教育启蒙在远离教化和塑造主体意识,高等教育才需要反思自

身,并重建启蒙价值。 换言之,高等教育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更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普

及科学伦理和科学精神,而大学通识教育的知识面和课程设置广度则决定了这种普及的质量。

(二)抵御“反智主义”的蔓延
   

科学思维与理性思辨是维持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动力。 高等教育通过逐步扩大的受教育者和规

模化的科学研究,促使社会成员的受益由物质层面拓展到精神层面。 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秩

序逐步稳定,科学革命爆发的成果得以积累下来,物质世界边界扩展加速了心智世界的消逝。 当强势

的启蒙运动裹挟着历史惯性成为高等教育的制度基因后,人便无法去批判、审美,更难以实现创造。

很遗憾,大学在全球化传播的过程中并未将理性与古典启蒙精神传播开来,反而催化产生了自大的民

族主义,“启蒙运动力图让现代价值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结果是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其前提,

这带来了启蒙精神的缺陷” [43]序言48。 正是带着这种缺陷,大学进入现代社会后表现出对技术、统计数

据与管理绩效的疯狂迷信。 科学精神不再被敬畏,所有人妄图建立一个完全按照规律、经验和数据运

行的世界。 正如《透明社会》一书开篇就提到的:“如今,人们为了获得肯定性,不断消除否定性,否定

社会让位于肯定社会。” [44]不论是培养人才、知识生产还是社会服务,在消费主义的驾驭下,高等教育

的“公共说理”被视为是“空洞无物”的说教,即大学只是提供了一种“上大学”的全方位体验[39]80。 正

因为如此,今天的众多高等教育学府失去了启蒙能力,成为生产标准化认知的工厂。
   

重启高等教育的启蒙功能不仅需要定义知识和人才培养目标,还意味着对“反智主义”蔓延的警

惕,防范精致利己与无知无畏成为流行信仰。 “反智主义”就诞生在高等教育制度化经历中,最直接

的表现是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低下和批判性知识的匮乏。 很显然,今天大学中“高深专业知识”获得

的认同已经很有限,在发达的网络媒体传播效应下,专业知识与专家意见不得不对同质化认知让步。

网络搜索引擎让每个人检索知识的方式更加便捷,人们都只相信检索知识和检索工具的真实性,而非

自身接受教育的可靠性。 “由于互联网无处不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不受约束,或是 24 小时滚动新

闻播报的需求,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就更为明显了。 但是,这股排斥专业知识的新兴风潮里透着一股自

以为是和狂热。” [39]序3 更准确地说,今天所盛行的“反智主义”并不是反对科学和科学教育,而是恐惧

由智识训练所建立起的批判意识和揭露真相的能力。 当各类“网络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大受欢迎时,

使用的并非是科学专业的知识,而是迎合大众认知的常识。 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其所拥有的“粉丝”

“点赞”和“弹幕”的数量,没人能想起那些知识原本出现在各级教育的课堂中。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

会成员,一旦发现教育经历无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就会反过来产生对真正专业知识的排斥。 今天,

在实践事务领域,受过训练的智力已被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力量,而过往对智识和正规训练的玩笑,以

及通常带有善意的嘲弄,都转变为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怨恨[45]45。 社会大众对“高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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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技能”的敌视与恐惧并不单纯是畏难情绪作祟,而是高等教育丧失了教化个体辨识真伪与善

恶价值的功能,使得诸如“受教育就是学业竞争”的单一价值观对整个社会营造了新的愚昧。 由于这

种愚昧的存在,在现代传媒技术催化下,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课堂外获得专业知识,与其说是

互联网导致专家和外行之间的沟通崩塌,不如说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在通往学识渊博的道

路上,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 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

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39]116。
   

高等教育的功能既非理想化,又不能被妖魔化,需要让每个受教育者重新获得心智解放的能力,

解除制度化教育的形式约束,帮助个体获得发现真实的能力。 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使受教育者建立对

专业知识的尊重,而且也应该让整个社会从专业知识中受益。 一方面,大学需要帮助学生学习经典和

前沿的专业知识,更新课程设置的类型;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唤起学生对课堂学习方式的尊重,而非

依赖网络知识的获取方式。 “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

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 [39]34 大学只有重新向学生提供高深专业知识而非求学

经历,个体心灵对真实世界的判断力才能建立起来,并抵御“反智主义”的侵蚀。 一言以蔽之,由于启

蒙价值的破裂,现代高等教育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启蒙。

(三)高等教育自身需要被重新启蒙
   

启蒙给现代社会的印象一直是“价值观”塑造,尤其是“启蒙精神”带给人的感受更直观。 事实

上,高等教育启蒙对人类文明的真正贡献在于形成了“方法论”。 科学知识的传播、理性意识的构建

以及人主体地位的苏醒,都通过以高等教育为载体的智力活动展开。 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更多的在告

诉人们“启蒙是什么”,其内涵是人运用自由意志、理性与欲望对抗的过程。 格特·比斯塔就认为: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掌握了一套清晰而明确的知识与价值观体系;应是被适度社会化了的、融入特

定传统的人。 当获取教化内容的活动本身成为教化过程的一部分,教化就被理解为自我教化,自此向

前迈了重要一步。” [46]高等教育的重新启蒙就是为教育经历赋予心灵真实性的过程。 真实性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真实性在现代世界中格外稀缺。 面对绩效制造与统计指标塑造的社会认知,高等教育需

要教化人获得对世界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反复纠缠于立场与真相之间难以抉择。 大多数人类活动都

是凭借热门的本能进行,容易陷入对传统的盲从以及对新事物的抵触。 纵观人类进步的历史,像望远

镜的发明、日心说的诞生一样,其本身是属于科学领域的事件,要让人们相信望远镜观察到东西的真

实性,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些都需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知识与心智的共同启蒙,逐步让社

会成员对真实性的追求成为共识。 从科学发现到整个社会所能接纳的公理化道路往往要经历上百

年。 达尔文的生物学革命虽然出现时名声大噪,但直到 20 世纪人们才完全接纳物种起源和进化论。

即使在生物学内部的演进中,其公理化过程也极为漫长。 同理,从一种学说演变为普通人能够接受的

公理,通常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 对于大众而言,真实感的获得往往并不来自客观现实,而来自

经验和常识。 虽然 19 世纪博物学家的知识极为丰富,但所有的知识在整体上和亚里士多德所知道的

没有本质差别[43]222。 在高等教育活动中,仅凭科学知识无法为社会成员赋予心灵真实性,还需要将

批判思维、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等能力渗透其中。
   

事实上,以培养理性与批判性思维、激发求知欲、获得创造力为基础的启蒙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的

主要传统和职责。 吉尔曼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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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向学生传授学习方法,发展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

养。” [47]因此,高等教育不应认为今天的启蒙仅仅停留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读写计算,而应贯穿人的一

生,即仅仅教导学生如何批判性地读书、识字、学知识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根据自己的信念

行动,反思自己作为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公民的角色并介入世界,这是作为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应尽的

义务[48] 。 在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其内涵并不是政治宣传的口号,而是

需要从大学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环节上体现启蒙功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本身

就是今天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蒙之问”,其目标不只是指向学生,而是涉及一切利益相关者能否意

识到我国教育的主体使命。 很显然,唯有回归大学理性,建构启蒙与唤醒人的意识,所有的利益相关

者才能理解“立德树人”的目的、价值和方法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 其中,启蒙是为了唤醒内在动机

激活组织成员的积极性,驱动其追求立德树人目标[49] 。 无论是对个体还是作为社会活动的高等教

育,启蒙都意味着面对时代变化所产生的觉悟,利用高深知识的研究与传播,在自我反思和自我认知

中对抗现代人面临的信仰与价值危机。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蕴含着价值取向,中国社会成员心智发展的价值塑造需要通过高等教育

来实现。 中国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不是依靠外界政

治力量强行赋予,而是需要重新理解“立德树人”这一宏大命题的真正抓手。 其中,“怎样培养人”正

需要大学对受教育者进行心智启蒙,其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本质并非是随波逐

流,而是具有明确的价值根基,在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建设上具有发展空间。 “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的

本质,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 [50]心智启蒙的核心在于破除对流行知识获取工具的迷信,使高等

教育回归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培育。 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感受来自学校提供的专业知识、形成相应的理

性经验和感知未来世界的判断力。 这一切需要有效的课程配置和教学设计来实现。 现代人面临对荒

诞的享受、对一知半解的崇拜以及对管理技巧的迷信。 正因如此,高等教育不仅应重启心智发展功

能,还需要实现制度进化,从制度与组织上解除蒙昧、自大与盲目对人的束缚。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

工作的职能,就是用一个‘被养成习惯’的,也就是在时间层面被结构化的身体,取代一个野蛮的身

体,尤其是取代要求随时立即得到满足的反社会的情欲” [51] 。 人在任何一个生长阶段都可能面临认

知不足的困境,虽然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知识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但在对绩效考核与量化评

价支配的思维里,现代高等教育同样面临选择与认知的障碍。 因此,大学需要在价值与形态上保证对

真实知识的追求,建立属于其自身的独立行动理念,打通理智培养渠道。 这需要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

创立对话、说理与价值熏陶的共同空间,正如塞克斯顿所说的:“我们的大学,作为知识的引擎和思想

的守护,是我们的希望。 当然,威胁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同样威胁着我们的大学,但大学有传统和结构

可依,不仅可以战胜那些力量,而且需要提供一个对话和扩大知识的模式,以供社会效仿。” [5]240 无论

高等教育的职能在现代文明的驱动下衍生多少形式,其核心还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尊重智识、追求教

养而非声誉,让每个人受益于对真实世界的感受。 学校教育要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可以在

最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可靠性和真实性的知识。 它要克服所有的迷信盲从,清除洗脑和非理性情绪所

设置的认知障碍[28]33。 理解启蒙就是重新理解何为真实、如何探究真实的过程。 作为社会活动的高

等教育再次启蒙,需要的是感受真实世界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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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现代高等教育不仅对发达技术产生了依赖,对制度设计与精确的管理艺术也产生了强烈的迷信,

其工具性职能被不断放大,而价值系统却面临贫困与萎缩倾向。 对现代人而言,高等教育普及化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赋予教养与心智培育的意义,存在沦为普通社会经历的风险。 在这种教育形态中,高

深知识的价值不再以理智启蒙为衡量依据,而是用是否产生消费价值作为评价标准。 网络通信技术

与各类搜索引擎看似彻底将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实则引发了对真正专业知识的无知,并扩大了

现代人对荒谬、虚妄与反智的崇拜,即一项知识越即时可用,越容易被教授。 衡量学校科目价值的是

可以直接应用的、即时又实际的生活情境的数量,如此,重要的事情就不是教学生如何概括出一般原

理,而是为之直接提供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信息[45]416。 当前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普通人,其注意

力都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元宇宙等新技术吸引,对技术迭代以及技术对教育的冲击保持着持续的

讨论,并不关注教育中人的价值与发展目标。 制度化教育加速了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内卷”———已经

由基础教育蔓延到高等教育,而对这种认知的改变只能依靠社会启蒙来实现。 很显然,启蒙无论在对

象还是形式上都已超越儿童群体。 康德至少已经注意到教育和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启蒙教

育是一种相互启发、互为榜样的集体教育。 个人在道德上的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社会启蒙相互传播

进步的思想并互为榜样相互学习,从而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最终影响国家的政策和方针[52] 。 就此

而言,启蒙也绝非像常人理解的那般“过时”“落伍”,其持续性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实际上,不论是

对任何时代的个体还是对高等教育活动而言,都需要在价值目标上重新朝向启蒙。 这种启蒙不仅应

该再次审视高等教育的价值系统,也应该帮助个体实现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重新认知,“启蒙一词本

身就意味着对新时代理性意图的觉悟:认识自我是构成一个历史阶段开始的现象之一” [53] 。 正因为

高等教育活动还有大量不了解的事实,有尚未认知的问题,所以需要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朝向

真实,并摆脱束缚于自身的愚昧和迷信。 这意味着大学不是附属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组织,也需要对其

所行使的职能进行再次启蒙。 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从受教育人群的普及走向心智与智识启蒙

的普及,从而帮助更广泛的群体摆脱无知、虚妄和平庸,重新获得更多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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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lightenment
 

is
 

embedded
 

in
 

the
 

basic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using
 

various
 

stag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s
 

carriers,
 

an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dvanced
 

knowledge,
 

pursuing
 

effective
 

spiritual
 

life,
 

thereby
 

helping
 

to
 

liberate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members.
 

Therefore,
 

the
 

tru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requires
 

advanced
 

knowledge
 

and
 

speculative
 

training
 

to
 

be
 

achieved,
 

with
 

the
 

aim
 

of
 

enabling
 

modern
 

society’ s
 

people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hypocrisy
 

and
 

overcome
 

blind
 

obedience.
 

Although
 

enlightenment
 

was
 

initially
 

was
 

reflecte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made
 

members
 

of
 

society
 

realize
 

that
 

the
 

release
 

of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cannot
 

be
 

achieved
 

solely
 

throug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t
 

a
 

certain
 

stage,
 

and
 

the
 

objects
 

of
 

enlightenment
 

are
 

not
 

limited
 

to
 

young
 

children,
 

but
 

continuou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beyond
 

age
 

and
 

school
 

age.
 

The
 

most
 

noteworthy
 

issue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humans
 

have
 

relied
 

on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ispel
 

primitive
 

superstitions
 

and
 

natural
 

ignorance,
 

but
 

have
 

also
 

developed
 

a
 

belief
 

in
 

the
 

technology
 

of
 

conquering
 

the
 

world,
 

losing
 

rationality
 

and
 

imagination.
 

In
 

history,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was
 

gradually
 

realized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ellectual
 

life
 

and
 

advanced
 

knowledge.
 

Classical
 

higher
 

education
 

used
 

the
 

philosophy
 

of
 

“ love
 

for
 

intelligence”
 

as
 

a
 

means
 

to
 

open
 

up
 

the
 

spiritual
 

space
 

of
 

people
 

and
 

free
 

them
 

from
 

fear
 

of
 

the
 

unknown
 

world.
 

On
 

the
 

one
 

hand,
 

medieval
 

universities
 

expanded
 

the
 

scope
 

of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faced
 

the
 

crisis
 

of
 

mental
 

collap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ology.
 

The
 

rigidity
 

of
 

universitie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resulting
 

in
 

many
 

“ anti
 

-enlightenment”
 

phenomena.
 

In
 

modern
 

society,
 

the
 

convenience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methods
 

and
 

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ical
 

boundaries
 

have
 

made
 

the
 

cost
 

of
 

acquiring
 

knowledge
 

lower
 

for
 

learn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performance-based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means
 

of
 

obtaining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n
 

the
 

system.
 

The
 

func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aimed
 

at
 

employment,
 

and
 

learn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feel
 

the
 

pleasure
 

brought
 

by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patterns.
 

The
 

result
 

of
 

various
 

types
 

of
 

education
 

shifting
 

towards
 

exam
 

skill
 

training
 

is
 

tha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spected
 

and
 

accelerates
 

the
 

spread
 

of
 

anti-
intellectualism.

 

In
 

the
 

era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enlightenment
 

function,
 

members
 

of
 

society
 

face
 

spiritual
 

emptiness
 

and
 

anxiety.
 

Therefore,
 

higher
 

education
 

itself
 

needs
 

to
 

be
 

reenlightened
 

in
 

terms
 

of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
 

educating
 

members
 

of
 

society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feel
 

the
 

real
 

world,
 

resisting
 

blind
 

obedience
 

and
 

arrogance,
 

and
 

returning
 

to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ing
 

the
 

mind
 

and
 

spreading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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